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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第一至三節已於2018年4月號刊出；本期刊出第四至五節。

四　經貿政策變化：同盟經濟基礎的崩塌

一直以來，朝鮮的經濟發展主要依賴於蘇聯、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

的援助，因為朝鮮是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方前哨」，大家對此無話可說。但是

隨着國際局勢的變化，這種「必要性」愈來愈失去意義。1970年代初期中美關

係緩和，198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走向正常化，中國以經濟援助「拉攏」和「取

悅」朝鮮的根基已經動搖。另一方面，作為同盟的經濟基礎，中朝經濟關係是

一個「單向閥門」，對於中國來說，這就意味着朝鮮無窮無盡地要求援助和沒

完沒了的拖賬欠債。過去中國實行計劃經濟，國家大包大攬，又提倡「國際主

義」，對此可以接受和容忍。但是隨着國內經濟體制的逐步改革，市場經濟因

素的不斷加強，「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已經很難再成為維繫中朝經濟關係的準

則。在這種情況下，特別是在來自朝鮮半島另一方的經濟因素的強烈刺激下， 

中國對朝鮮半島的經貿政策陸續發生改變，北弱南強，最終導致中朝同盟經

濟基礎的崩塌。

還在毛澤東時代晚期，朝鮮就已經負債纍纍。據西方報紙報導，截至

1976年3月，朝鮮對共產黨國家欠債7億美元，對非共產黨國家欠債5億美

元，基本沒有能力償還。西方各債權國紛紛派代表團前往平壤談判，敦促其

還債，但朝鮮政府一概不予答覆1。當時剛剛復出工作的鄧小平便遇到一個

難題：朝鮮提出的軍事援助要求大大超出了中國的能力，總參謀部請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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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術論文 奪，鄧小平的意見是「不宜再增加」2。毛澤東後來是否批准不得而知，但鄧

小平的務實外交思路自那時起便可見一斑。

打倒「四人幫」以後，國務院主管經濟的領導幹部對朝鮮的態度就開始有

些變化了。1976年中朝計劃貿易金額為9.75億瑞士法郎，而朝鮮只完成了

52%（中國完成86%），於是1977年的計劃金額便調降至8.2億。但朝鮮仍未 

完成出口任務，中方為了避免損失，也只好相應調整出口額。不僅如此，在

1977年3月雙方貿易談判中，中國還拒絕了朝鮮繼續貸款的要求，而只是允許

將債務償付延期至1980年3。同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還批准了財政部關

於改變同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非貿易支付清算辦法的報告，批語說：「有條 

原則，我們不能吃虧。」4從這時起，中國對朝鮮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便有所 

減少5。

1979年2月中越戰爭爆發，中國需要北部邊境地區穩定，有求於朝鮮。 

4月金日成秘密訪華，隨後中國恢復了對朝鮮的無償軍事援助，還答應以半價

向朝鮮提供石油，建立輸油管道等6。根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和《朝日新聞》的報導，1982年8月中國向朝鮮提供的經濟援助價值達1億美

元，還提供了四十架當時中國最先進的經改裝的米格 -21飛機，而此前中國給

朝鮮的只是比較落後的安 -2飛機和T62坦克。1980年以來，中國每年還向朝

鮮提供七十萬桶石油7。1983年9月，金日成秘密訪華，再次提出軍事援助要

求，並希望在中國境內由中方幫助培訓一個師的米格 -21飛行員。鄧小平滿口

答應。1984年，中國又向朝鮮提供4億美元的貸款。1985年，中國還答應從

1986年起連續五年每年向朝鮮提供1.5億元人民幣的經濟、軍事援助8。

1984至1985年蘇聯對朝政策轉變，朝鮮立即向蘇聯靠攏，而此後中蘇關

係漸漸步入正常化過程。由於朝鮮在中國外交和地緣政治方面的價值下降，

1985年底鄧小平開始調整對朝鮮的經濟政策。12月13日鄧小平邀集胡耀邦、

楊尚昆等人討論對朝政策，鄧說：要總結同朝鮮打交道的經驗，不能使朝鮮

有錯誤的理解，要甚麼我們就給甚麼。針對朝鮮提出的新要求——培訓期滿

的朝鮮飛行員繼續留在中國五年，然後架機返回，鄧小平斷然拒絕，並說：

朝鮮人當然不高興，那就讓他們不高興。要防止他們把我們拖下水。我們花

了很大力量來援助越南、阿爾巴尼亞和朝鮮，現在同越南和阿爾巴尼亞都鬧

翻了，準備第三個也鬧翻，但爭取不翻9。毛澤東時代，中國對朝鮮援助和

經濟政策的原則是「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如今改革開放，搞的就是市

場經濟，怎能不算經濟賬？

此時，又有一個新的因素——南朝鮮（今稱韓國）「經濟奇迹」出現在中國

面前，進一步堵住了中朝經濟關係回頭的道路。早在1979年春天，中國一些

內部刊物就開始發表關於韓國經濟貿易迅速發展的文章和資料bk。儘管1981年 

3月中國外貿部矢口否認中韓之間存在貿易，但有資料透露，中韓之間零星的

間接貿易在1976年就已經出現了bl。有關中韓貿易額的具體數字，最早的資

料是1979年的1,900萬美元，第二年就猛增到1.88億美元，增長了將近九倍，

不過那一年中朝貿易額還是6.77億美元。到1984年，中國與朝鮮和韓國的 

貿易額已相差無幾（4.98億和4.43億美元），而1985年情況突變。是年9月，

在討論韓國一再提出開展直接貿易的要求時，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雖然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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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了以往的方針，但也認為在間接貿易上，可以採取更加積極的態度 bm。

這一年中朝貿易額下降至4.88億美元，中韓貿易額則幾乎翻了兩番，達到

11.61億美元bn。與此相關的情況是，到1987年，朝鮮對中國的債務已達13億

美元bo。可以肯定，這種狀況也是中國考慮調整對朝鮮半島經濟政策的重要

因素之一。

從1985年底開始，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頗具影響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

連續刊登有關韓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文章，很是引人矚目bp。1988年2月國務院

召開全國省長會議，副總理田紀雲將「自負盈虧」定為外貿體制改革的首要目

標bq。總理李鵬在7月2日接受日本新聞機構負責人採訪時公開承認，中韓之

間存在民間貿易關係br。7月和11月，《世界經濟導報》連續刊文，呼籲對 

南朝鮮開展直接貿易，認為這符合雙方利益bs。如此，中韓貿易額更加快增

長，而中朝經濟關係更難以為繼了。1988年5月朝鮮提出5億美元的巨額軍事

援助要求，被中國婉言拒絕。1989年政治風波後，金日成派人送信給鄧小

平，表示支持平定「暴亂」，同時要求經濟援助。中國同意在1991至1995年繼

續向朝鮮提供每年1.5億元人民幣的經濟、軍事援助，但做了一些調整：把以

前按照半價提供石油改為按照國際市場價格提供，並分別在貿易項目下或以

貸款方式提供。另外還決定，從1992年1月開始，將過去的易貨貿易轉變為

用外匯結算的直接貿易，而且希望兩國企業間的往來盡量減少政府的干預與

限制bt。

儘管受到平壤的抗議和干擾，中韓經濟關係還是曲折地向前發展ck。到

1990年代初，中國與朝鮮南北雙方的經濟關係已經發生了結構性的根本變化。 

1990年中韓貿易總額達38.21億美元，而中朝貿易額卻下降到4.83億美元。到

1992年中韓貿易額又猛增到63.75億美元，中朝貿易額卻只有6.96億美元cl。

1990年朝鮮貿易赤字高達6億美元，拖欠外債已達78.6億美元cm。1994年朝

鮮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為212億美元，而1995年的欠債就有122.2億美元，

其中欠俄羅斯43.2億美元，欠中國29億美元cn。在這種情況下，朝鮮經濟只

是中國的負擔，而韓國經濟則成為中國的助力。

中國批准簽訂的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項目協議，朝鮮從1986至1994年九年

間共有186個，總計金額1.02億美元，實際執行0.269億美元；韓國從1992至

1994年三年間就有4,227個，總計金額37.8億美元，實際執行12.16億美元。

按照1979至1994年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項目的金額計算，在朝鮮的

營業額僅為942萬美元，這在中國周邊的亞洲國家中，比排在最末一名的印度

只多100萬美元。到1994年末，中國從事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的人員，

在韓國有16,982人，在朝鮮只有25人co。這些數字充分說明，中朝經濟關係

已經微不足道，而中韓經濟關係的不斷躍進必然要求政治關係的改變。

五　中韓建交：地緣政治基礎徹底瓦解

鄧小平的對外方針，儘管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仍然受到中蘇關係對立的制

約，但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和與北方不和諧的情況仍然處處可見，而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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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術論文 方的利益契合點則愈來愈多。在這段時期，中國對朝鮮問題的處理原則上是

採取「置身事外」的方針：千方百計推動朝韓會談、朝美會談，但反覆以不干

涉朝鮮內政為名，強調自己不參與會談cp。對此，1979年2月鄧小平訪問日本

時解釋說，中國不直接與南朝鮮接觸，「採取超然的不偏不倚的立場更為有

利」，「可以敦促北朝鮮進行南北對話」cq。不過，在和談、撤軍、統一等一些

影響朝鮮半島局勢的基本問題上，中國的立場和態度還是非常明確的。

自中美關係緩和以來，中國就把穩定朝鮮半島局勢作為最主要的長期目

標，對朝鮮的要求只有一項——必須通過談判解決問題。1978年10月，鄧小

平訪日時明確對首相福田赳夫說：朝鮮問題處理起來很困難，中國也不太想

過多插手，但中國不會支持北朝鮮採取某種行動。1983年11月總書記胡耀邦

訪日時對首相中曾根康弘說，中國誠心誠意希望朝鮮半島長期穩定，贊成南

北朝鮮以聯邦制形式實現自主和平統一，而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並針對同

年10月發生的緬甸仰光爆炸事件指出，「不論是哪個國家幹的，中國都不贊成

恐怖活動」cr。這一點，美國人也看得很清楚。儘管1982年9月金日成訪華形

成中朝整體關係「特別融洽的氣氛」，美國國務卿舒爾茨（George P. Shultz）還

是在一封電報中指出，中朝之間存在着一種根本衝突，即「中國尋求維持整個

東北亞的穩定而金日成卻渴望在其有生之年統一朝鮮」cs。1991年10月金日

成最後一次訪華時，鄧小平勸告他，不要把矛盾吸引到自己身上，要學會打

太極拳。不要使（南北）談判破裂，拖下去為好ct。1991年底，金正日派人向

中國傳話，在朝鮮人民軍「教訓」南方的時候，請求中國給予必要的支持和援

助。江澤民堅持認為，朝鮮方面不應採取任何挑釁行動，拒絕了金的要求。

此外，中國還多次拒絕了朝鮮關於進行海上聯合軍事演習以及在軍事研發項

目上合作的要求dk。中國需要的是周邊環境穩定，而朝鮮則不斷在東北亞製

造緊張局勢，雙方利益訴求的距離已經拉開。

關於美國軍隊撤離朝鮮半島的問題，雖然為了照顧朝鮮的利益和情緒，

中國在公開場合還是一直呼籲美國撤軍，但實際上在1970年代初就已經改變

了看法，甚至在私下承認，美軍的存在是朝鮮半島穩定的因素之一dl。中國

關於要求美軍撤出朝鮮半島的提法，也悄悄發生了變化。1978年10月25日，

鄧小平在東京記者招待會上轉述了金日成的說法，暗示美國撤軍是朝鮮和平

統一的前提條件dm。1983年7月胡耀邦還對朝鮮最高人民會議代表團說，朝鮮

統一的前提是一切外國軍隊全部從南朝鮮撤走。但是到1984年5月，胡耀邦

的說法就緩和了許多：在實現朝鮮自主和平統一的過程中，這個問題必須得

到解決dn。到1988年7月與舒爾茨會見時，鄧小平更明確地說：中美兩國關

係需要發展，要提到維護世界和平和全人類利益的高度；因此，「美國在南朝

鮮的軍事存在是可以理解的」do。

關於朝鮮半島和平統一的程序問題，中國原來一直反對韓國提出的「交叉

承認」和南北雙方同時加入聯合國的主張。核心的問題是，中國當時仍繼承 

傳統的看法，認為「只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才是朝鮮人民的唯一合法代

表」dp。1980年10月金日成提出首先建立高麗聯邦共和國再加入聯合國的方

案後，中國一直表示全力支持，此時中國領導人看重的是，這種「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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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可以減少朝鮮半島的危險因素，增加國際安全與穩定的有利因素dq。

到1987年5月會見金日成時，鄧小平所強調的是：關於統一，關鍵是把經濟

搞上去，「要體現出我們的社會制度確實優於他們的社會制度」dr。這其實就

是當年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所說的「和平競賽」，靠制度的優勢戰

勝資本主義，歸根結底還是要以北方為主體實現統一。

但是到1991年5月，中國突然改變了態度，支持韓國關於南北雙方同時

加入聯合國的建議。李鵬為此專門訪問朝鮮，向朝鮮總理延亨默表明了中國

的立場。李鵬還否認了日本電視台關於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支持朝鮮立場的報

導。在次日的會談中，金日成被迫表示，朝鮮會與中國的立場協調。6月17至

20日，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再次專程訪朝，最後與朝鮮商定申請加入聯合國

的方式等事宜ds。顯然，朝鮮是迫於無奈才不得不同意在實現統一前南北雙

方分別加入聯合國的。中國立場的改變，說明北京已經將「兩個朝鮮」的問題

與「兩個中國」的問題進行了切割，並放棄了以社會主義的北方為主體實現朝

鮮半島統一的主張。更為重要的是，兩個朝鮮同時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為中

韓建交創造了有利的政治條件。中國對朝鮮半島政策的轉變表明，從地緣政

治的角度看，中國與朝鮮漸行漸遠，而與韓國愈走愈近。

自中美關係解凍的消息傳開後，聰明的韓國人已經敏感地意識到與中國

改善關係的機會來了。1971年8月7日，韓國外務部長金溶植宣稱，只要中共

和蘇聯承認我們的主權、放棄敵對關係並停止對北韓的援助，與中共和蘇聯

的外交問題可以考慮解決；9月15日又公開說道：韓國隨時都在考慮與包括中

共和蘇聯在內的所有國家開展貿易的可能性dt。從1972年開始，韓國就制訂

了內部方針：在經濟上積極打通與中國的貿易往來，還希望向中國進出口商

品交易會（廣交會）派出代表；在政治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凍結與

台灣的政務關係，只維持經濟關係。韓國外務部10月的一份報告提出，可以

在海上救援、氣象、體育等領域「逐步探索」與中國合作的機會ek。韓國報紙

過去提到中國時只稱「中共」，1973年3月第一次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el。 

6月13日韓國總統朴正熙發表聲明稱：韓國將向包括蘇聯和中國在內的所有國

家實行門戶開放政策，不管其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是否存在差異em。

然而，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加上要顧及朝鮮的感受和壓力，中國一直沒 

有對韓國的善意做出明確回應。根據美國總統卡特 (James E. Carter)的國家安

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觀察，自1973年以來漢城（今稱首爾）

一直試圖改善與北京的關係，但對方沒甚麼反應en。韓國外交官也感到，對

於韓國通過各種方式與中國接觸的嘗試，北京都採取了迴避的態度eo。不過

韓國外務部注意到，中國官方對韓國的態度也有微妙變化。如1972年7月4日

南北朝鮮發表和平統一聯合聲明後，中國報紙連續刊登歡迎南北朝鮮對話的

社論和報導，並停止了對韓國的攻擊，對韓國政府的稱呼也從「傀儡集團」改

為「南朝鮮政權」ep。又如，1976年《人民日報》發表了九十篇指責南朝鮮的報

導，但語氣比以前稍有緩和，且多是引用朝鮮的報導eq。

鄧小平執掌權力的初期，對韓國的態度依然十分冷淡。直到1978年底，

韓國方面仍不斷釋放出友善的信號，希望與中國發展關係er。11月1日，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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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外長朴東鎮又宣布，政府願意同包括未建交的共產黨國家在內的所有

國家做生意et。但中國的反應非常謹慎。1978年9月7日，韓國主要報紙援引

日本媒體關於鄧小平接見日本新聞界訪華代表團談話的報導說：蘇聯試圖擴

大對南朝鮮的影響，但中國不想同南朝鮮接觸fk。1979年1月，鄧小平直接告

訴美國總統卡特，中國不能直接與南朝鮮建立聯繫，認為這是「非常敏感的問

題」fl。意識形態的傳統慣性在中國的政策選擇中一直發揮着重要作用，如果

不是因為中國安全戰略的迫切需要，毛澤東絕不會改變對美國的立場。鄧小

平也一樣，為了改善與韓國這個傳統的敵對國家的關係，他需要等待和創造

「水到渠成」的機會。

為此，作為引導朝鮮半島局勢走向緩和的主要措施，中國一直在積極推

動朝美接觸和朝韓和談。1979年1月在會見美國參議院代表團時，鄧小平轉 

達了金日成的要求，希望恢復南北會談和朝美直接對話。在4月23日與金日

成的談話中，鄧小平表示，如果朝鮮加強同美國、日本的商業活動和人員交

往，對推動南北談判是有益處的fm。在8月28日與美國副總統蒙代爾（Walter 

F. Mondale）的會談中，鄧小平又建議，美國應該在不同層級與朝鮮「直接接

觸」fn。9月27日，中國代表團團長韓念龍在聯合國大會發言，支持朝美會談

和以和平協定來替代停戰協定，支持南北對話以解決朝鮮統一問題fo。營造

朝美接觸、朝韓和談的氛圍，在客觀上為中韓關係鬆動創造了條件fp。

中韓兩國關係首先是從民間開始的，雙方交往主要反映在經濟和體育兩

個領域。經濟貿易關係，如前所述，自1980年代初已逐步發展起來。不過，

那還是少數商人和企業的事情，在社會層面影響不大，而體育交流則是社會

大眾普遍關注的領域。

自「乒乓外交」轟動世界以來，體育交流已經成為中國對外交往的重要領

域和渠道，這在開啟對韓國外交的過程中也有充分體現。1982年7月，中國外

交部擬就〈關於在國際多邊活動中調整對南朝鮮做法的請示〉，建議今後凡是

受國際組織委託在華舉辦的國際多邊活動，如南朝鮮是該組織成員，中國可

同意其派人來華參加，中方人員也可應邀去南朝鮮參加類似的活動。這個請

示很快便得到了中央領導的批准fq。1983年8月，中國提出申辦1990年第

十一屆亞洲運動會，並保證屆時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成員國代表團將順利入

境。這一政策調整，邁出了調整對韓關係的重要一步，為中韓之間人員和社

會交往打開了大門fr。11月25日，中國外交部長吳學謙向日本外務大臣安倍

晉太郎透露：中國尊重北朝鮮的意見，不可能與南朝鮮建立外交關係，但不

會拒絕中韓兩國學者、運動員之間的往來和居民探親fs。1984年2月，韓國代

表團首次到中國昆明參加戴維斯杯網球錦標賽；同年4月，中國代表團赴漢城

參加了第八屆亞洲青年籃球錦標賽ft。

對推動中韓關係起到重大作用的是1986年9至10月在漢城舉辦的第十屆

亞運會。1986年5月中方經「香港渠道」通知韓方，中國希望通過亞運會增進

雙邊關係，並將參加亞運會看作是1986年改善中韓關係的最大工作目標gk。 

8月17日《人民日報》透露，中國將派出由515人組成的代表團參加亞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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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方面對此非常反感，20日《勞動新聞》發表文章稱，不要讓亞運會「成為

分裂主義者的政治玩物」gl，中國未予理睬。22至27日，中國奧林匹克委員

會秘書長魏紀中率先遣工作團抵達漢城。在會談中，韓方答應將盡力滿足中

方提出的各項要求，協助和配合中方工作，並為1990年北京亞運會組委會提

供「特別關照」和「我方經驗」gm。漢城亞運會極大地促進了中韓關係，韓國 

國民對中國代表團「反應甚好」，中方也認為韓國「展現了友好合作的態度」，

亞運會的「友好氛圍有助於雙方政治、經濟關係的發展」。中國還通過官方渠

道表示，「在籌備1990年亞運會的過程中，希望在各個領域增進與韓國的合作

關係」gn。

1983年5月發生的中國民航296號客機被劫持到韓國的突發事件，為中韓

兩國政府第一次接觸提供了機會。中國民航局局長沈圖赴韓進行談判，經協

商，旅客和機組平安返回，協議的簽字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航局」和「大韓

民國」。對於這次事件的處理，韓方考慮周全，盡量滿足中方各方面的要求go。 

7月20日，李先念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會議，討論了調整對南朝鮮的政

策和做好朝鮮的工作等問題gp。8月14日，韓國國立水產振興院事務官李鐘演

到中國參加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和糧食及農業組織（FAO）主辦的會議，

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發給韓國官員入境簽證gq。此後，鄧小平多次談論調整

對韓關係或作出指示，強調改善與韓國的關係具有戰略意義，有利於中國的

改革開放、牽制日本、孤立台灣以及緩和朝鮮半島局勢；特別是發展經濟關

係，「對我有利無害，對南朝鮮也有利」。1984年5月，鄧小平還特意讓胡耀邦

訪朝時要向金日成講清楚：中韓關係的改善對朝鮮也是有好處的gr。

1985年3月又發生了北海艦隊魚雷艇燃油耗盡漂流至韓國海域的事件，中

國海軍出動軍艦搜尋並與韓國產生了外交糾紛。兩國政府間隨即建立起「香港

渠道」，圓滿地處理了此事，中國領導人對韓國的做法非常讚賞。此後對於一

些突發事件（如飛行員叛逃等），都是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和韓國駐香港總領

事館協商解決的，雙方對這種接觸和處理的結果都感到很滿意gs。1987年7月

22日，鄧小平在一份關於中韓關係的材料上做了重要批示，大意是：與南朝

鮮實現關係正常化不能再拖了。隨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成立中韓經濟

關係協調小組，由田紀雲任組長gt。至此，中國將中韓關係的發展納入了官

方的渠道。

1988年到1989年初是中韓關係「大躍進」的時期，雙方體育、文化、經濟

交流以及人員往來的勢頭迅猛增長。儘管一度受到1989年政治風波的影響，

但中韓關係發展的大趨勢並沒有改變，反而加快了步伐。

1988年2月盧泰愚當選韓國總統後，明確提出「北方政策」，認為「改善與社 

會主義國家的關係已成為外交工作的首要目標」，並把改善對華關係作為其政

治資本，向國民承諾一定要突破對華僵局，並制訂了「先中後蘇」的「國策」hk。 

3月，中國決定將與南朝鮮的間接貿易發展為民間直接貿易，先從山東省做 

起hl。7月，鄧小平在一個報告上批示：現在「發展同南朝鮮經濟、文化關係

的時機已經成熟了，步子可以比原來設想的更快一些，更寬一些」，這是「我

們一着重要的棋子，要抓緊」hm。8月，中國派代表團出席在漢城召開的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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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面對面」的開端hn。9月，中國又無視朝鮮的反對和壓力，積極參加在漢城

舉辦的第二十四屆奧運會，進一步推動了中韓關係的發展ho。1987年中韓人

員往來只有1,000人，1988年就增長到8,800人，1989年更猛增到19,000人hp。

中韓政治和外交關係建立的起步是貿易代表處（當時又稱代辦處、辦事

處）的相互設立。早在1988年9月，韓方就提出希望中國在韓國設立商務或民

間貿易代辦處。消息傳到北京後，10月12日，田紀雲主持召開對南朝鮮經濟

貿易協調指導小組會議hq。11月5日，中方通知來訪的朝鮮外長金永南：由於

中國與南朝鮮貿易關係不斷發展，互設貿易辦事處今後恐怕在所難免hr。

1989年1月，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向大韓貿易振興公社正式提議，就雙方

互相設立貿易代表處舉行談判hs。中國領導人認為，「為保護各自的經濟利

益」，採取這一步驟是「合適的，必要的」ht。4月23日趙紫陽訪朝前，鄧小平

讓他帶話給金日成：為了照顧朝鮮的立場，中國失去了與南朝鮮發展經濟關

係的良好機會，已經落在蘇聯和東歐的後面，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現在中國考慮發展與南朝鮮的經濟關係，但在政治上繼續支持朝鮮ik。此後

由於發生政治風波，設立貿易代表處的交涉一度中斷。11月6日金日成訪問中

國時強調：希望中國不要在南朝鮮設立貿易代表處，不要讓朝鮮陷於孤立地

位。江澤民表示，可以把這件事拖一拖il。但是，情況很快又發生了變化。

1990年3月江澤民訪問朝鮮時說：你們反對我們與南朝鮮互設貿易辦事

處，心情可以理解，但此事是擋不住的了。4月25日，田紀雲秘密會見來訪的

韓國鮮京株式會社社長李順石，這是中國國家領導人第一次會見韓國人士。

田紀雲說：「中國政府非常認真對待、非常重視發展兩國關係」，「隨着雙方 

關係的發展，互設貿易代表處勢在必行」。還說，這個機構「實際上是半官方

的」，可以授予「相當於領事的職能」im。9月12日金日成訪華時，江澤民再一

次提出，中國與南朝鮮的貿易發展迅速，設立民間貿易代表處已經勢在必

行。金日成被迫接受了這一現實，但條件是在美國承認朝鮮和朝鮮統一前，

中國不得與南朝鮮建交in。於是，10月20日，中國國際商會便與大韓貿易振

興公社簽署了互設代表處的協議io。貿易代辦處對外表面上是民間機構，對

內實際上帶有官方性質ip。這種機構的設置，為中韓雙方政治關係的發展打

開了方便之門。

韓國對於同中國建交問題，一直採取積極進取的態度。儘管屢遭冷遇，

甚至在1989年中國政治風波後在國內也遇到阻力，但盧泰愚堅持認為朝鮮半

島的和平主要靠中國來保證，並把在其任內修好對華關係作為既定「國策」iq。 

中國從1980年代初期開始重視改善對韓關係，但囿於朝鮮因素，對建立雙邊

政治關係一直沒有鬆口，只是努力創造條件，等待時機。首先是1990年10月

貿易代辦處的設立，邁出了中韓建交的第一步。隨後中國採取了積極態度，

於1991年5月說服（或迫使）朝鮮接受南北雙方分別加入聯合國的主張，邁出了 

中韓建交的第二步。在中國領導人看來，是表明態度的時候了。1991年10月， 

鄧小平明確地告訴金日成本人，中朝「是兄弟，但不是同盟」ir。江澤民也對

來訪的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石田幸四郎說明：中朝已經不是同盟國了is。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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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中國繼續推動朝韓和談及朝美會談，以營造中韓關係發展的國際氛圍。 

12月，第五次朝鮮北南方高級會談取得突破性進展，雙方在漢城簽訂了《關於

北南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協議書》；朝鮮聲明，將簽署核保障協議，並

接受核查it。1992年1月，《勞動新聞》報導，朝鮮和美國將在紐約舉行高級

會談jk。韓國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加上朝韓關係和朝美關係走向緩和，

中韓建交的政治條件業已成熟jl。於是，中國與韓國建交的「大戲」便緊鑼密

鼓地開場了。

1992年1月23日，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中國友聯會）常務副會長金黎安

排韓國企業家張致赫與田紀雲會面。會面中，田紀雲說：「中國政府決定要和

韓國建交」，「現在開始要進入政府間相互接觸的階段」jm。2月，中國外交部

便開始與韓國駐北京貿易處的代表正式接觸jn。4月14日，聯合國亞洲及太平

洋經濟社會委員會（ESCAP）會議在北京舉行。在此期間，中韓外長討論了雙

方建交問題，並安排了建交談判事宜；隨後於5月13日和6月2日接連在北京

進行了兩輪急速的建交談判，並達成一致意見。6月21至22日在漢城的第三

輪談判，只是起草建交公報而已jo。以往中國調整有關朝鮮半島的政策，都

要事先徵求朝鮮意見，而在中韓建交問題上的做法則完全不同，是在中方已

經做出決定後再向朝鮮通報的。在朝鮮的強烈要求下，1990年9月和1991年

10月，中國領導人曾經兩次向金日成保證，不會與南朝鮮建交。然而，到

1992年4月，楊尚昆還是利用祝賀金日成八十壽辰之機通知朝鮮，中國正在考

慮與南朝鮮建立外交關係。對於金日成提出的延遲一年的要求，中方未置可

否jp。三個月後，一切準備就緒。錢其琛7月15日突然訪朝，當面向金日成

通報了中國將與韓國建交的決定。金日成冷冷地說：朝鮮還要繼續堅持社會

主義，有甚麼困難自己會克服jq。

關於1989年政治風波後中國突然決定加快中韓建交進程的原因，尚無相

關的檔案文獻可以參考。不過，從目前已經掌握的史料看，大致有以下幾點： 

第一，面對美國和西方世界的壓力，中國急需找到外交突破口，為改革開放

提供有利的國際環境jr；第二，韓國政府和企業界一直積極向中國靠攏，特

別是沒有追隨西方參與制裁中國，自然成為中方一個重要的選擇對象js； 

第三，蘇聯和東歐各國自1980年代初迅速發展與韓國的關係，「交叉承認」已

為大勢所趨，中國作為東北亞大國和朝鮮半島鄰國卻被甩在後面，甚為堪 

憂jt。就中韓建交的過程而言，如果說前期積極主動的是韓國，那麼最後起

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中國。

1992年8月，中韓正式建立外交關係，雙方結束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敵對

關係。既然美國沒有侵犯中國的意圖，韓國也不是進攻中國的橋頭堡，那麼

朝鮮也就不再成為中國的擋箭牌和戰略緩衝帶。對於中國而言，朝鮮半島的

地緣政治結構和意義都發生了根本改變。

至此，中朝雙方的基本國家利益已經分離，構成兩國同盟基礎的各種因

素也相繼消失，中朝同盟自然不復存在，而中韓建交就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

根稻草」。實際上，中國只要堅持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的方針，勢必與朝鮮分

手，中朝同盟遲早都會破裂，除非朝鮮也走上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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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學術論文 中朝同盟的瓦解標誌着中國把朝鮮作為遠東地區戰略緩衝帶的傳統安全

戰略已經徹底失效，中國對朝鮮政策由「特殊」轉向「一般」的障礙已經徹底消

除。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現代國家關係的基礎上重構中朝關係、全面調整中

國對朝政策的條件，在客觀上已經完全成熟，中朝關係應該進入一個全新的

歷史時期了。（本期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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